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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数字经济正在以数据要素为新型生产要素、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推动力、 以数

字平台为基础载体， 推进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重构经济增长和劳务关系的新型经济形态。 立足数字技

术、 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三大核心要素， 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给多方主体带来的机遇、
挑战以及利益冲突， 可以发现， 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劳动互补效应、 岗位替代效应、 岗位创造效应、 涟漪

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等引致异质性劳动者之间利益冲突， 通过雇主责任规避、 监管责任转移和劳动过程

控制等渠道引致新业态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基于社会保障， 实行明确劳工法律身份、 完善

社会保险制度以及引入全民基本收入等协调政策， 能够缓解由数字经济引致的多方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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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利益冲突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永恒话题。 资源约束、 新社会风险叠加、 制度非理性化等问题加

剧，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生产方式、 产业结构、 社会结构快速转型和急剧变迁的时期， 没有超脱于利益

冲突之外。 作为保障国民基本生存需求、 调节社会财富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再分配的制度安排， 社会

保障制度自诞生之日起， 就面临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发生利益冲突的社会问

题。 利益冲突是一个社会的常态现象， 尤其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传统的利益格局被打破， 新的利益格

局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制衡， 利益冲突表现出新特征和新路径， 因数字技术而加剧的利益冲突既削弱了

社会保障制度的利益协调功能， 也削弱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认同感， 甚至会导致社会风险的产生。
本文将围绕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等三个方面， 对中国各方经济主体利益冲突的产生机制、
冲突表现以及社会保障制度调节缓解冲突的路径等展开研究。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 关于异质性劳动者之间利益冲突的研究。 数据要素

通过新型生产要素、 技术革命与业态转型等影响着不同技能水平劳动者的收入， 并使他们产生巨大的

收入差距。 一方面， 由于数字技术对劳动者技能水平具有较高要求， 对数据要素内在经济价值的挖

掘、 分析与应用需要劳动者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与知识储备， 因此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增加， 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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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１ － ４］； 另一方面， 产业升级影响要素收益分配， 数字技术革命通过产业

结构转型影响收益分配。 数字经济的发展引致产业结构转型、 新型就业岗位崛起， 新业态岗位势必对

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 进而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５ － ７］。 第二， 关于新业态从业者与企业之间

利益冲突的研究。 新业态是一种新型用工模式， 当前维护新业态从业人员权利的法律法规并不健全，
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边界泛化， 导致部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被忽视， 如最低工资、 社会保障等权益保

护机制缺失［８］。 一些学者提出要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明确新业态从业者的法律身份， 将新业态从业者

纳入法律保护范围之内， 从法律层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９ － １０］。 国外对于新业态从业者和企业利

益冲突的研究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上。 Ｒａｂｉｈ 和 Ｙａｎｕｃｋ 认为， 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是

一种自雇行为， 与企业之间不存在雇佣关系［１１］； 而 Ｍａｅｔｉｎ 和 Ｚｙｓｍａｎ 认为， 新业态从业者从属于数字

企业， 与企业之间存在雇佣关系［１２］。 对于新业态从业者的权益保护， 不同国家的解决方法存在一定

差异， 但是本质上都将新业态从业者划出传统劳动法的保护范围， 通过特殊立法来明确劳动者的法律

身份， 如英国的 “第三类劳动者”、 德国的 “类似雇员” 等。

　 　 二、 数字时代多方利益冲突形成的理论逻辑

　 　 数字社会作为继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之后的新型社会形态， 以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和

数字平台等为核心要素， 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 对经济社会中多方利益主体产生深远影

响。 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时代多方利益冲突产生的理论逻辑， 要立足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

等三大核心组成部分进行梳理分析。
（一） 数字技术引致的多方利益冲突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动力。 相较于前三次工业技术革命的 “蒸汽技术” “电力技术” “信
息技术”， 数字技术标志着新时代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数字技术以增量式赋能和重构式创新等功能打

破了传统技术在产品生产、 运输、 销售和存储等方面的限制， 通过调节信息约束、 降低交易成本、 构

建社会网络及促进技能传播等渠道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和生产要素创新配置。 在关注数字技术对宏

观经济影响的同时， 更应该关注对微观主体利益的影响。 数字技术主要通过劳动互补效应、 岗位替代

效应、 岗位创造效应、 涟漪效应等引致异质性劳动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
１． 劳动互补效应

技能偏向型 （Ｓｋｉｌｌ － ｂｉａｓｅｄ） 技术进步理论认为， 数字技术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而与高技能劳动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者之间的互补性使二者产生较强的协同

联动效应， 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边际劳动产量。 数字技术的技能偏向特性在大幅提升高技能

劳动者生产效率的同时， 也必然会增加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已有研究表明， 相较于低技能劳动

者， 数字技术的嵌入会显著提高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并提升其工资水平， 即存在显著的 “技能溢

价” ［１３］。 数字技术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之间的互补关系， 使高人力资本劳动者能够从数字技术中获

得更多收益与工作机会， 导致异质性劳动者之间收益差距显著扩大， 加剧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

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２． 岗位替代效应

任务偏向型 （Ｔａｓｋ － ｂｉａｓｅｄ） 技术进步理论认为， 数字技术对重复式、 程序式的低技能型劳动岗

位更具替代性， 而对认知式、 抽象式高技能型劳动岗位更具互补性。 数字技术与低技能工人存在密切

的竞争关系， 数字技术水平的提高并不会提升低技能工人由边际价值产品所衡量的生产率， 而是会使

他们被嵌入数字技术的自动化设备所替代， 从而抑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整体工资水平提升。 同时， 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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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增加了从事高技能劳动岗位的劳动力需求， 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幅度， 但是随着数字

时代的持续发展， 数据挖掘技术、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前沿数字技术不断创新和完善， 数字技术也

逐渐将传统高技能岗位的工作任务拆分与细化， 导致传统高技能岗位呈现 “去技能化” 特征， 这使

以往从事一些抽象型、 认知型的非常规任务岗位的高技能劳动者同样面临被替代的风险， 诸如银行柜

员、 出租车司机、 医生等。
３． 岗位创造效应

当嵌入数字技术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力时， 存在两种补偿性一般均衡机制， 两种机制

均可防止出现广泛失业。 第一， 数字技术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 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大量劳动者被机器

所替代， 提高了产品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劳动者社会保障成本， 进而降低了商品价格， 导致对商品的

需求增加。 只要自动化尚未完全实现， 就可能会弥补部分直接就业损失。 因此， 有学者认为， 在给定

的企业中， 数字化对低人力资本劳动力需求的影响是模糊的， 这主要是由于替代负效应 （企业用机器

替代低人力资本工人） 和规模正效应 （企业使用机器设备减少总成本， 降低产品价格并增加产量）
的结合。 低人力资本劳动者通过流入新型岗位就业的方式重新获得收入， 在生产规模扩大效应的共同

作用下， 数字技术的发展并不会扩大低人力资本劳动者与高人力资本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二，
数字技术创造了新型劳动岗位。 数字技术在淘汰传统低技能常规岗位的同时， 加快推动了企业技术创

新， 产生了数量更多的新型高技能岗位， 如人机交互员、 设备维护员、 数字化管理师等， 从而引发了

高技能岗位的创造效应， 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创造效应产生的新型劳动岗位对于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进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

平。 与此同时， 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者的交互联动能够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 增加相应的

劳动收入份额， 从而加剧了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收入差距。
４． 涟漪效应

Ｇｒａｅｔｚ 和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通过分析行业数据发现， 数字技术不会改变总体的劳动需求， 但是会使劳动力

结构发生变化， 促使低人力资本劳动力从低技能岗位转向高技能岗位［１４］。 作为产品生产的重要投入

要素， 数字技术在提高管理者生产率的同时， 不仅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利润率， 增加劳动者工

资， 促进消费， 还会降低产出品价格， 有利于消费者与下游生产商， 使消费数量增加， 厂商生产规模

进一步扩大、 产量提高。 因此， 尽管劳动替代效应导致劳动者雇佣数量降低， 但是生产规模效应增加

了劳动要素投入， 低技能劳动者的雇佣份额减少， 而高技能劳动者的雇佣份额将增加， 总雇佣劳动人

数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本溢价是低人力资本劳动者转入高技能岗位的一个主要诱

因， 激励着更多的低技能工人接受高等教育， 高技能劳动力的供应同样会使低技能工人获得相对较高

的工资。 因为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 低技能工人将被重新分配到不容易受到数字技术冲击的工作岗

位， 即需要创造性和社会智力的岗位。 低人力资本劳动力在转向高技能岗位的过程中， 也必将通过认

知能力、 创造能力和社交能力等技能的提升转为高人力资本劳动者。 由此， 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会随着

低技能劳动者的进入而愈发紧缩， 从而导致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下降， 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

差距减小。 除此以外，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 高技能劳动者与高技能数字技术之间逐渐由互补关系

转为替代关系， 高技能数字技术取代高技能劳动力， 使其可能进入其他岗位中与低技能劳动力竞争，
因此在涟漪效应的作用下， 数字技术能够缓解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二） 数据要素引致的多方利益冲突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之一。 ２０１９ 年，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 数据首次被正式视

作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参与生产， 并提出要完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 促进与传统生产要素的融合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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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２０２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国家数据局等 １７ 部门联合印发 《 “数据要素 × ” 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６ 年）》， 提出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的潜在价值， 构建多层次、 多渠道的释放路径。 在农业时代，
生产要素的主要形式包括劳动力、 土地、 农具等； 在工业时代， 生产要素的主要形式包括劳动力、 资

本、 土地、 机器设备等； 在数字时代， 生产要素的主要形式扩展为劳动、 资本、 土地、 高级机器设备

（嵌入数字技术） 和数据等。 在数字时代， 数据与数字技术作为新型生产要素， 参与生产、 分配、 交

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全过程， 通过增值赋能传统生产要素、 协同联动传统要素， 使各要素朝着提升

新质生产力的方向充分配置， 促进全要素生产率 “质” 的提升。 尽管数据要素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整体水平， 但是也会通过生产率提升效应引致利益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１． 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数据要素存在三条提升生产效率的渠道， 即要素增值、 信息支持与信息共享。 第一， 要素增值。
与传统要素相比， 数据要素的核心竞争价值在于与其他要素协同联动产生的乘数效应， 如数据必须通

过与劳动者结合， 才能发挥其核心价值； 同时， 劳动者在与数据结合的过程中也能通过掌握与积累分

析、 挖掘和处理数据的劳动技能， 实现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 数据要素、 数字技术和其他物质要素的

结合能够全面提高物质要素的生产效率， 充分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形成新质生产力。 第二， 信息支

持。 精确的市场信息对于企业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据要素正是企业信息的主要来源。 企业通

过对数据要素的深度挖掘与精确分析， 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组织信息， 进而作出

正确的生产决策。 同时， 企业可以通过对数据要素的利用， 精准把握目标客户的需求特征， 提升产品

与服务的针对性， 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第三， 信息共享。 企业的发展来源于创新驱动， 创新的过程需

要消耗大量的资本与劳动。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市场中的数字信息逐渐趋于公开化与透明化， 在创

新过程中， 企业可以利用信息市场中的数据要素获取已有的成功或失败的相关创新活动信息， 使企业

创新要素投入效用实现最大化。
无论是信息支持， 还是信息共享， 数据要素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均为从事企业决策管理和科技创新

研发的高技能劳动者。 根据要素收益的分配原则， 数据要素的占有者也将拥有数据收益的占有权， 因

此高技能劳动者将成为数据要素的主要获益者。 在生产率效应作用下， 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

投入， 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产能提升， 进而增加了劳动要素投入量， 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影

响尤为显著。 对数据要素需求的增加在短期内提高了资金的成本， 通过在生产中使用低成本资本代替

高成本劳动， 可以获得潜在的生产率收益。 数据要素的投入提升了高技能劳动者的生产率， 但并不影

响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率， 这种类型劳动力的相对重要性随着数据要素的投入而下降。 相比之下， 当

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高技能劳动力受益于技术进步， 工资随着总产出增长的速度而增长；
随着技术进步和更多的数字化设备被用于生产， 高技能工人的工资相对于低技能工人有所增加。

２． 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数据要素通过要素增值、 信息支持及信息共享等显著提升社会生产效率， 形成新质生产力， 但数

据要素所获得的收益分配呈现不平等、 不匹配的特征。 作为数据要素的所有者， 企业占有了数据要素

产生的大部分超额利润， 侵占了部分消费者、 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劳动收益。 造成这一利益冲突的原

因在于数据要素价值测量体系缺失和收入分配制度滞后。
第一， 价值测量体系缺失。 数据要素的收集与存储是一种 “简单劳动”， 而将其有效引入社会经

济生产中， 充分发挥其内在价值则是一种 “复杂劳动”。 数据劳动的价值在于其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

劳动， 而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消耗更多高技能劳动， 因此复杂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 随着数字经济的

发展， 生产过程中数据要素的投入量逐渐增加， “复杂劳动” 在总体劳动投入的占比也在逐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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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升了企业生产创造的企业价值。 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 从事 “简单劳动” 和 “复杂劳动” 的

数据实际使用者， 在与数据要素协同联动产生的乘数效应作用下， 生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进而提高

了企业收益水平。 由于数据要素价值的测量体系的缺失， 无法准确测量数据要素收入份额， 因此作为

数据要素使用者的劳动力， 无法获得劳动生产效率提升所创造的超额利润， 导致由数据要素所创造的

超额利润被企业侵占。
第二， 收入分配制度滞后。 作为企业原始数据的收集者， 劳动者通过消耗个人劳动力获得数据要

素的初始形态， 使数据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如网购平台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与外卖员通过个人劳动

投入， 收集了消费者的各项原始数据。 原始数据是数据要素的形成基础， 对数据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

贡献， 但是由于企业在经济市场中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分配体系偏向企业一方， 导致原始数据的收集

者并不能获得相应的数据要素超额利润的分配。 数据要素超额利润的分配问题不仅存在于劳动者与企

业之间， 还存在于消费者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政府与企业之间。 造成这一利益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

数据要素的权益制度不完善、 所有权界定比较模糊， 导致收益权属边界泛化。 这也是我国数据要素权

益制度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外在表现。
（三） 数字平台引致的多方利益冲突

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和数据要素广泛应用的背景下， 数字平台

也得到高速发展。 受岗位创造效应、 岗位替代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的影响， 大量被替代的低技能劳动者

涌入与数字平台相关的新业态岗位就业。 经济主体结构也由以往的常规就业者与企业构成的二元体

系， 转化为由新业态从业者、 数字平台企业和生产企业等构成的多元交换系统。 主体关系也由雇佣关

系转变为中介合同关系。 新型产业结构与劳动关系的出现势必产生新的利益冲突。 在数字平台经济背

景下， 引致新业态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利益冲突的机制主要包括雇主责任规避、 监管责任转移和劳

动过程控制。
１． 雇主责任规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 《劳动法》） 明确规定， 雇员有权获得最低工资、 社会保

险、 休假等一系列劳动收益与社会福利。 由于数字平台与灵活就业者之间并不存在正式的雇佣关系，
导致企业合法规避了承担劳动者最低收入保障、 社会保险的法律责任。 部分数字平台甚至无须向劳动

者支付工资， 而是由劳动者通过提成的方式从每次的单项任务中获得收入。 劳动分配方式的转变使企

业可以按照消费者的需求特征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 并且不需要对传统劳动要素进行工资支付， 仅需

要对嵌入数字技术的数字设备进行维护与更新， 就能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行。 在平台企业将劳动者认定

为一种自雇行为而规避法律责任之后， 可以在无须承担任何法律风险的条件下， 从灵活就业者与消费

者处获得交易提成， 平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由此引发。 与此同时， 劳动关系的转变使灵活

就业者脱离了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险权利的缺失再度降低了劳动者的福利水平。 尽管部分数字平台

企业为就业者购买了商业保险， 但商业保险与社会保险之间仍有巨大差距， 无法满足劳动者的社会保

障需求， 从而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２． 监管责任转移

数字平台通过消费者评价机制， 将劳动者服务质量的监管权转移给消费者。 企业能够以较低的监

管成本， 在保证平台服务质量的同时， 将由服务质量造成的损失转为劳动者承担。 在一项平台交易任

务结束之后， 平台要求消费者对交易任务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进行评价。 企业通过将灵活就业者的劳动

收益与消费者评价挂钩， 使劳动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收益而投入更多的劳动成本， 而数字平台企业

不需要支出额外的费用。 并且， 消费者评价系数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 而劳动者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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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降低导致的收入损失最后却全部被平台企业所占有。 由此可知， 平台企业在交易全过程中不仅投

入较低的监管成本， 而且将收益损失转移给劳动者承担［１５］。 在这种消费者评分的监管体系下， 劳动

者作为被支配方， 不仅需要投入超额的劳动， 而且还要面临收入被侵占的风险。 作为劳动合作关系的

主导方， 数字平台企业内部的法律部门具有专业优势， 能够借助于法律条款合法转移法律责任、 扩张

法律权益。 而处于法律劣势的灵活就业者， 在与平台企业合作初期就将收益分配权让渡予企业， 并成

为数字平台企业转移经营风险的 “替罪羊”。
３． 劳动过程控制

在劳动者与消费者使用数字平台的过程中， 通过将个人信息权限接入平台， 企业可以通过后台获

得劳动者的任务详情、 地理位置等各项信息指标。 在数字时代 “数据 － 算法 － 算力” 的多重作用下，
平台企业可以根据劳动者的地理位置和任务量以及消费者的地理位置和消费需求， 提供最优的服务方

案， 提升灵活劳工的工作效率以及整个数字平台的运作效率。 平台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与数据要素的使

用， 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高效完成交易任务。 企业表面上改变了传统的服务方式， 提高了服务效率， 但

是表面看似自由的劳动模式， 实际上在一系列算法和数据的控制下， 更加隐蔽地延长了灵活工作者的

工作时间。 企业可以通过后台监测劳动者的任务完成量， 调节单次任务中劳动者的提成比例， 如当全

体劳动者的平均单日任务完成量超过一定水平时， 企业平台会降低单次任务提成以使劳动者工资保持

在 “正常水平”， 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 劳动者只能再次延长工作时间， 期望以更多的劳动投入获得

更多的劳动收入。 平台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劳动者的工作时长， 从而侵占劳动者的超额利润。
综上所述， 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及数字平台等分别通过不同传导机制影响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

系。 在现实经济社会中， 各数据要素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辅相成的整体。 数据要素是数字技术的

基础； 数字技术是释放数据内在价值的手段； 数字平台既是数据要素的初始来源， 也是数字技术的现

实体现。 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足够的数据资源作为支撑， 数据市场化能够实现数据要素在供需主体之

间高效流通， 进而保障数字技术发展所必要的数据输入。 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在促进数据 “数量”
增加的同时， 也会通过对数据的深度挖掘与精确分析， 提取数据要素的深层信息， 从 “质量” 的角

度进一步提高数据的经济价值， 因此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 数字平台三者协同构成了数字经济的核心

支柱， 共同引致多方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三、 数字时代背景下不同群体利益冲突的表现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 数字经济正在以数据要素为新型生产要素、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推动力、 以数

字平台为基础载体， 推进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通过技术创新、 产业优化、 业态转型等渠道， 调整

并丰富劳动力市场和产品交易市场的供需主体， 重构经济增长和劳务关系的新型经济形态， 为多方利

益主体带来多重机遇与挑战［１６］。
（一） 多方利益主体的机遇

１． 数字经济为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

２０２２ 年， 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５０. ２ 万亿元， 位居世界第二， 同比增长 １０. ３％， 占 ＧＤＰ 比重

４１. ５％ ［１７］。 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数据统计， 超过七成的毕业生有意愿在数

字经济方向就业， 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 数字经济将会带动中国 ３. ８ 亿劳动者就业。 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导致低技能劳动者被挤出传统劳动力市场。 与此同时， 数字技术

正在拓展劳动力资源的新型配置模式， 由传统企业与员工的二元雇佣模式转变为生产企业、 平台企

业、 劳工和消费者的多元任务型用工模式。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吸引了大量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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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创造了各种与不同技能水平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如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数字化设备研发岗和维修

岗、 需要低技能劳动力的滴滴司机和外卖员等， 为不同技能层次的就业者拓宽了就业选择面。 数字经

济在创造新型岗位、 新型产业的同时， 也对传统产业市场边界进行了拓展， 创造了与当前市场相匹配

的经营模式， 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
２． 数字经济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数字经济在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 也在推动社会创新创业快速发展。 数字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劳动

者提供更多创业渠道， 使劳动力价值得到最大限度释放。 常规就业者在工作时间之外， 还可以通过数

字技术和数字平台进行兼职， 利用自己的劳动技能获得额外收入， 如常规劳动者在工作之余经营网约

车、 摄影或者写作等。 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 数字平台经济打破了传统劳动模式的限

制， 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使常规就业者与新业态从业者的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
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劳动者的创新创业活力。

３． 数字经济助力形成新质生产力

在传统企业的雇佣模式下， 企业的劳动要素投入缺乏灵活性， 创业企业缺乏有技术的高技能人

才， 无法获得需要的生产要素。 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 数据要素趋于公开化， 企业可以通过整理、
挖掘、 分析等手段将原始数据转化为自身需要的生产要素。 在当前注重创新的经济背景下， 科学技术

的更新迭代速度逐渐加快， 产品获利周期逐渐缩短， 迫使企业对市场快速作出反应， 导致企业对于高

技能劳动者的需求逐渐增加。 数字技术的引入大大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 在协同联动的作用下， 显著

提升了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 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
４． 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传统的服务行业一般采用固定工时模式， 岗位固化严重， 工作缺乏灵活性。 随着数字平台的高速

发展， 服务模式得到不断优化， 服务行业得以转型升级， 同时产生了大量新业态从业者。 中国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已于 ２０２１ 年突破 ２ 亿人， ６１. １４％的企业存在灵活用工［１８］。 数据要素为服务业转型提供

了内在动力： 一方面， 数字技术与数字平台可以加大上下游企业的要素整合力度， 高效配置各项生产

要素， 从多方面、 多角度提高人们的生活服务质量， 让数字经济发展成果真正做到服务于民； 另一方

面， 数字平台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更加舒适的服务体验， 使居民生活更加便利， 大大降低居民的消费成

本， 如交通成本、 时间成本和信息成本等。
（二） 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

１． 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一， 数字经济扩大了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在数字时代的经济环境下， 不同经济主体

对数字技术要素和数据生产要素的流量和存量的掌握存在差距， 导致不同主体所掌握的数字生产要素

的收益分配也存在一定差距。 一方面， 进行数据收集、 数据储存等基础性数字工作的劳动者无法获得

收益分配， 而进行数据分析、 数字设备操作等工作的高技能工作者和管理者则因技能溢价效应的存

在， 能够获得更高的工资收益， 这是因为高技能劳动者与数字技术之间能产生更显著的协同效应， 致

使企业提升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另一方面， 企业的数字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企业的研发创新， 创

造大量研发岗位， 研发岗位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和专业知识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使企业对高技能、 高

素质的劳动者的需求增大， 进而提高了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 导致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
第二， 低技能劳动者的传统岗位被替代。 数字技术会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 且表现出结构性差

异， 如数字技术会挤出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 替代本科及专科学历的劳动者， 对研究生学历的劳

动者影响较小。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自动化和智能化技术逐渐替代了传统重复性、 低技能的工作，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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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失业率。 不仅如此，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 以往一些复杂性、 创造性的工作也在面临被数字化替

代的风险， 如网约车、 餐厅、 物流配送、 医疗诊断、 法律顾问等工作都正在被数字化设备所取代。 尽

管数实融合过程中也会创造出一些新型岗位， 如数字设备操作员、 维护员等， 但是这些岗位往往需要

较高的专业技能水平， 被挤出传统岗位的劳动者在没有进行技能培训的情况下， 也很难进入新型工作

岗位， 这些劳动者的经济脆弱性由此加剧。
２． 新业态从业人员与数字平台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数字经济时代， 经济社会生产和服务体系呈现 “去组织化” 趋势， 产业智能化的深度发展导

致劳动岗位被替代， 大量从事传统岗位的常规就业者转变为与数字平台企业相联系的新业态从业人

员。 并且与传统就业岗位相比， 新型就业形态具有用工灵活、 主体多元和数字控制等特征， 这也决定

了平台企业在新型劳动关系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能够对新业态从业者实行 “零时契约” 的用工模

式， 使劳动者由以往的雇佣劳动力转为自雇劳动力。 这种新型的非雇佣关系容易导致新业态从业者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超额利润受到侵占。 新业态从业人员与数字平台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平台企业仍然对新业态从业者所创造的超额利润进行侵占。 数字技术改变了企业的用工模

式， 使劳务关系由传统的雇佣模式转变为自雇模式， 但是劳动者的受支配特性并没有发生改变。 新业

态下的劳动者只是对基础性劳动资料进行控制， 如滴滴司机掌控营运车， 而作为核心劳动资料的数据

要素、 算法程序等仍然被企业所支配。 数字平台企业对新业态从业者具有 “控制权”， 导致二者劳务

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并不对等， 进而使劳动者仍然被企业平台所支配。 随着数实融合发展， 新业态从

业者逐渐增多， 从表面上来看， 就业者拥有了更多可自由支配时间， 但本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企

业只是采用了更加隐蔽的方式将就业者的工作时间进行延长。 如企业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 采用任务

配送、 评分机制等手段， 延迟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提高劳动者的劳动质量与劳动效率， 通过单价控制

和惩罚机制等方式侵占由劳动者创造的超额利润。 同时， 在自雇模式下， 新业态从业者难以纳入传统

的社会保障体系， 就业者的风险增大， 而平台企业则实现了风险转移。
第二， 新业态从业者缺乏社会保障。 在传统的劳动模式下， 企业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使二者

之间成立雇佣关系， 从业者的权益被纳入劳动法的保障范围之内。 而在数字平台经济情形下， 劳资双

方的雇佣关系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基于劳动者自雇模式下的任务合同型关系， 企业在二者关系中

处于主导地位， 导致劳动者在向企业索取社会保障权益之时缺少应有的话语权。 社会保险的基础是雇

佣关系的存在， 而新业态从业人员与企业的雇佣关系较模糊， 使劳动者无法签订劳动合同， 无法享受

社会保险及其他社会福利。 尽管新业态从业者可以以居民身份缴纳部分社会保险， 但是企业部分的缺

失会导致劳动者承担较重的缴费压力， 引起逆向选择问题的发生。 新业态从业者一般从事的就业岗位

危险系数较大， 如外卖员、 网约车驾驶员等， 因此工伤保险对劳动者而言极其重要。 在当前社会保险

制度下， 工伤保险主要由企业缴纳， 劳动者无法以个人名义缴纳， 因此当劳动者在工作中遇到人身伤

害时， 其劳动权益无法得到法律保护。 同时， 作为另一种社会保障形式的社会救助， 对保障对象的审

核较严格， 覆盖范围也较为有限， 因此也无法对人口基数较大的新业态从业者起到保护效果。

　 　 四、 数字时代社会保障多方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本文从数字经济与多方利益冲突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 立足数字技术、 数据要素和数字平台等三

大核心要素， 从理论层面阐释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给多方主体带来的机遇、 挑战以及利益冲突。
通过机制研究发现， 数字技术作为新时代革命性技术， 通过劳动互补效应、 岗位替代效应、 岗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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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和涟漪效应等引致异质性劳动者之间利益冲突。 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 通过要素增

值、 信息支持与信息共享等渠道提高要素生产率， 并且在生产率提升效应的作用下， 数据要素作为新

型生产要素的投入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产能的提升， 进而增加了劳动要素投入量， 且对高技能

劳动者的需求影响尤为显著。 作为数据要素的所有者， 企业占有了数据要素产生的大部分超额利润，
侵占了部分消费者、 劳动者和小生产者的劳动收益， 造成这一利益冲突的机制在于数据要素价值测量

体系缺失和收入分配制度滞后。 数字平台作为一种由新业态从业者、 数字平台企业和生产企业等多元

交换构成的经济系统， 其主体关系已由雇佣关系转变为中介合同关系。 新型产业结构与劳动关系的出

现必然产生新的利益冲突， 在数字平台经济背景下， 引致新业态从业者与平台企业之间利益冲突的机

制主要包括雇主责任规避、 监管责任转移和劳动过程控制。
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为全体人民构建的风险预防与化解机制， 为全社会成员铸造了一道坚实后

盾［１９］。 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度发展， 多方主体的利益冲突愈发显现， 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障权利缺失、
数据要素创造的超额利润被企业侵占， 使低技能劳动者和新业态从业人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政策红

利。 我国社会保险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数字社会不断变化的劳动用工方式， 因此应构建系统化的社

会保障协调治理路径， 重塑劳动雇佣关系、 完善现有保障制度、 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拓宽社会保障收

入渠道， 以期从社会保障角度有效缓解数字经济引致的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 重塑劳动雇佣关系， 赋予劳工社保权益

１． 赋予劳工法律主体身份

应赋予灵活就业人员法律身份， 将其纳入社会保障主体范围， 使其具有享受社会保险收益的权

利。 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缺失的根源在于劳动关系模糊、 权利义务边界泛化， 因此劳工立法是新业

态从业者得到权益保障的基础。 劳工立法能够明确平台企业与新业态从业者之间的劳务关系， 厘清二

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 为后续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法律依据。 针对劳工立法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两

种： 一是扩展 《劳动法》 的适用范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传统的劳务关系开始由雇佣向任务交

易转化， 导致现行 《劳动法》 的被保障主体范围趋向狭义、 片面， 因此可以在综合考虑企业与新业

态从业者之间关联性的基础上， 扩展对劳动关系的界定， 将新业态从业者划入现有的劳动法律保护范

围之内； 二是制定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专门法律法规， 根据普遍性和特殊性兼顾准则， 对平台企业和

新业态从业者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界定， 对就业者的劳动时长、 社会保险、 休假制度和最低工资等权

益明细作出法规性的详细阐释， 从法律层面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在明确劳工法律身份之后， 应加

快推进新业态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逐步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 并对新业态从业

者社会保险的发放标准、 发放条件等作出法规性说明， 避免少缴、 漏缴、 少发、 漏发等问题的发

生。
２． 拓宽雇佣关系边界

新业态从业者社会保险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业态劳动关系与传统的雇佣关系不匹配。 平台经济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 平台经济中的灵活就业者是一种不签订合同或以签订短期项目合同为主的碎

片化非正式雇佣关系， 工作时间的弹性化、 工作地点的非固定化以及雇佣关系的短期化使平台经济无

法用传统劳动关系所解释。 以雇佣为前提、 以工资收入征缴社会保险费的参保规定将灵活就业者排除

在参保范围之外。 建立在传统狭义雇佣关系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已无法适配当前我国庞大的灵活就业

群体， 导致新业态从业者参与社会保障的权益无法有效维护。 应在法律上重新定义雇佣关系内涵，
将社保领域中狭义的雇佣关系转向广义雇佣关系， 采用劳动收入作为社会保险的征缴基础， 以灵

活就业者在劳动平台提供服务所获得的劳动收入为基础， 按照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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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数字税收体系， 拓宽社保收入渠道

１． 数字税收立法目的

社会保险和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均需要政府财政的支持。 当前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正在打

破社会保障财政的收支均衡， 拓宽社保融资渠道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保障领域的重要任务。 社保收入主

要来自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和税收转移收入， 而社会保险缴费收入随着数字技术、 劳动结构和人口结构

的变化而逐步萎缩， 因此增加税收收入成为增加财政收入、 维持社会保障收支平衡的主要手段。 目

前， 中国还没有对数字生产要素征税， 数据要素产生的价值由企业侵占， 且数据要素的替代效应导致

了失业率上升， 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通过数字税收的方式将数据要素的价值由企业方转移给低技

能劳动者， 能够缓解异质性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２． 征税对象

数字税是一种对企业超额收益课税的税种。 目前， 征收数字税的国家一般以提供数字服务所获得

收入为征收对象， 但是数字服务的宽泛化为征缴工作带来巨大困难， 如数据采集工作、 大数据分析、
数字产品等均可以纳入其中。 每个国家针对数字税的征收对象有所差异， 例如， 印度只对企业的广告

服务平台、 社交平台等数字服务征税， 英国对搜索引擎企业、 线上市场平台等数字服务征税， 法国对

广告性质的个人数字服务征税， 因此可以根据我国具体国情， 选取数字经济市场中较为成熟的资源

型、 技术型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的数字服务作为征税对象。
３． 税率

在起步阶段对数字税采用单一比例税率更加适当。 一方面， 对于当前数字企业活动而言， 数字服

务、 数字商品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 因而无法使用固定税率制； 另一方面， 比例税率较为简便， 有利

于税收征缴的控制与监督。 从国际视角比较发现， 数字税大部分采用比例税率的形式， 目前国际上主

流数字税率为 ３％， 如法国、 巴西、 意大利和西班牙为 ３％， 英国、 印度为 ２％。 在具体税率的制定过

程中， 要在适度税负原则的基础上， 在避免国家税收流失的情况下， 尽量降低纳税人的缴税负担。 当

数字税收体系发展至成熟阶段、 数字服务呈现多元化特征、 企业之间的数字服务收益差距扩大时， 可

以将比例税率制度调整为累进税率制度， 从而加强数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 进一步缓解多方利益冲突

问题。
（三） 完善教育培训体系， 提升劳工技能水平

在劳动互补效应、 岗位替代效应和涟漪效应的作用下， 传统岗位中的低技能劳动者被智能化和自

动化所替代。 与此同时， 在岗位创造效应和生产率提升效应的作用下， 被替代劳动者转入新业态岗

位。 由于新业态权益保障的缺失， 导致低技能劳动者的收益进一步下降， 因此要以提升低技能、 低收

入劳动者的核心竞争力为目标， 提升低技能劳工与数据要素的互补性。 以下分别从学校、 企业和社会

等三个层面对提升低技能劳动者技能水平提出政策建议。
１． 在学校层面

要推动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协同均衡发展， 制订与数字时代相匹配的教育培养方案， 为劳动者

奠定稳固的技能学习基础。 不仅应通过技能教育培训增强个体的市场竞争技能， 通过国家义务教育提

升全体国民素质以增强个体获取收入能力， 从基础层面缩小劳动者技能差距［２０］， 还应建立针对低技

能劳动力的数字技术培训体系， 并注重适用性和实用性， 加快驱动劳动力转型， 在低学历、 低技能劳

动力聚集区设立特色办学点， 通过缩小技能差距来减少薪酬差距。
２． 在企业层面

要引导平台企业构建内部员工技能提升机制， 通过内部培训、 数字化企业交流合作等方式，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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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水平， 促进劳动力对数据要素的学习及适应能力， 从内源性上缓解数字经济对经济

主体利益冲突的影响。
３． 在社会层面

要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率。 由于低人力资本劳动者的学历水平

较低， 缺少文化教育， 使其现实生活中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能力受限， 导致信息不对称现象时有发

生。 政府应当根据劳动者供需现状， 加强劳动市场数字信息平台建设， 提升低收入劳动者与劳动市场

的对接效率。 此外， 应加大对农村教育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 政府资金应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公立

培训机构建设， 将优质数字基础设施下沉到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实现数字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提

升低技能劳动力的数字素养与竞争力。 技能优化能够有效提高低技能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缩小其与高

技能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四）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扩大社保覆盖范围

社会救助与社会保险是当前主流的社会保障模式， 二者均具有条件性特征， 即只有满足一定的前

提条件和资格审查， 才能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 这就导致一些长期失业者、 灵活就业者、 低薪就业者

等群体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的支持。 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 数据要素产生的经济效应改变了社会劳动

结构形态， 导致失业者、 零工者和低薪者数量增加。 数字社会的劳动力结构变化给社会保险制度带来

了挑战， 需要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新的探索。 全民基本收入这一社会保障模式可以尝试作为一个新的

选项。 全民基本收入也被称为无条件基本收入， 它是一种政府定期对本国民众无条件支付一笔现金收

入， 且无须进行任何家庭经济调查。 全民基本收入是民众的一种权利， 且具有普遍适用性。 与社会保

险相比， 全民基本收入的管理和运行成本较低， 同时也表现出较高的效率。 全民基本收入不仅能够有

效缓解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 而且能够优化现行福利体制， 提高社会保障体系运行效率。 全民基本收

入能够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将社会保险制度无法覆盖的一些失业者、 灵活就业者、 残疾劳动者及低技

能劳动者纳入保障范围。
针对新业态从业者的特殊性， 社会保险的流动性和劳动者的健康也是两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首

先， 新业态从业者的短期占比较大， 如滴滴司机、 外卖员等工作时长和工作年限不固定， 劳动者的流

动性较强。 而在现有社会保险制度下， 无法将社保账户进行异地转移， 针对社保账户的流动障碍， 应

加大政府与企业的合作力度， 加快推进社会保险全国统筹，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账户资金的流

动性， 优化社保转移办理流程， 使劳动者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其次， 考虑到灵活就业者从事的工

作岗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建议企业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 与保险公司共同构建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

工伤险、 健康险等保险的多层次保险体系； 同时， 可以参照建筑行业的做法， 如对于从事危险工作的

建筑工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规定， 建筑企业将意外伤害险作为一种强制性保险为建筑工人

缴纳。 有鉴于此， 本文建议将意外伤害险作为一种强制性保险， 为同样从事危险工作的新业态从业者

缴纳， 以此保障劳动者在因伤停工情况下经济来源的连续性， 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１］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 Ｗｈｙ ｄｏ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ｇ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 Ｔｈｅ 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８， １１３（４）： １０５５ － １０８９．
［２］ 　 ＫＲＵＳＥＬＬ Ｐ，ＧＨＡＮＩＡＮ Ｌ Ｅ，ＲＩＯＳ － ＲＵＬＬ Ｊ Ｖ， ｅｔ 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２０１０，６８（５）：３３ － ５９．
［３］ 　 王林辉，袁礼． 有偏型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迁和中国要素收入分配格局［Ｊ］ ． 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５ － １３１．
［４］ 　 李树，王雨．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收入不平等［Ｊ］ ． 产业经济评论，２０２３（１）：８１ － １０４．



经济纵横 １７９　　

［５］ 　 郭凯明． 人工智能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Ｊ］ ． 管理世界，２０１９（７）：６０ － ７７ ＋ ２０２ － ２０３．
［６］ 　 胡晟明，王林辉，朱利莹． 工业机器人应用存在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吗？ ［Ｊ］ ． 财经研究，２０２１（６）：６１ － ７５ ＋ ９１．
［７］ 　 ＧＡＳＴＥＩＧＥＲ Ｅ， ＰＲＥＴＴＮＥＲ Ｋ．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ｒｏｂｏｔ ｔａｘ［Ｊ］ ．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２０２２， ２６（１）： ２１８ － ２４９．
［８］ 　 岳经纶，刘洋． “劳”无所依：平台经济从业者劳动权益保障缺位的多重逻辑及其治理［Ｊ］ ．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２１（５）：５１８ － ５２８．
［９］ 　 娄宇． 新就业形态人员的身份认定与劳动权益保障制度建设———基于比较法的研究［ Ｊ］ ． 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４）：

６１ － ７１．
［１０］ 　 闫慧慧，杨小勇． 平台经济下数字零工的劳动权益保障研究［Ｊ］ ． 经济学家，２０２２（５）：５８ － ６８．
［１１］ 　 ＲＡＢＩＨ Ｊ，ＹＡＮＵＣＫ Ｎ． Ｓｈａｋ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ｎｅｙｍａｋ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ｓ ｕｂｅｒ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ｌｅ ｍｉｒａｇｅ ｕｂｅｒ ： ｅｘｃｕｒｓｉｏｎ ｅｔｈｎ⁃

ｏｇｒａｐｈｉｑｕｅ ａｕｐｒèｓ ｄ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ｕｒｓ ｅ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ｒｉｃｅｓ ｍｏｎｔｒéａｌａｉｓ － ｅｓ［Ｊ］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ｂｔｉ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８，６０（６０）：１０１ －
１３５．

［１２］ 　 ＭＡＥＴＩＮ Ｋ，ＺＹＳＭＡＮ Ｊ．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Ｍ］ ／ ／ ＶＡＬＬＡＳ Ｓ，ＫＯＶＡＬＡＩＮＥＮ Ａ．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ａ⁃
ｂ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ＵＫ：Ｅｍｅｒａ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３ － ４１．

［１３］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Ｄ，ＣＡＯ Ｄ Ｖ．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ｅｎｔｒ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ｕｍｂｅｎｔｓ［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０１５，１５７（５）：２５５ －
２９４．

［１４］ 　 ＧＲＡＥＴＺ Ｇ，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Ｇ． Ｒｏｂｏｔｓ ａｔ ｗｏｒｋ［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００（５）：７５３ － ７６８．
［１５］ 　 陈辉萍，徐浩宇．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平台常态化监管的法治化进路［ Ｊ］ ．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４

（３）：１１４ － １２４ ＋ １７９．
［１６］ 　 邵军． 理解数字经济：内涵、发展与中国情境［Ｊ］ ． 阅江学刊，２０２３（３）：８４ － ９１ ＋ １７４．
［１７］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３ 年）［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１５） ［２０２５ － ０１ － ２５］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ｈ． ｃｃｔｖ． ｃｎ ／ ２０２４ ／ ０１ ／

１５ ／ ＡＲＴＩｇＹＰ２ＤＶｌＹ８ｓｘＰｔｎＺＫｉｔｃ３２４０１１５． ｓｈｔｍｌ．
［１８］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２０２２）》蓝皮书：企业灵活用工比例达 ６１． １４％ ，同比增长 ５． ４６％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９）［２０２５ － ０１ － ２４］ ． ｈｔｔｐｓ： ／ ／ ｑｉｙｅ． 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 ｃｏｍ． ｃｎ ／ ａ ／ ２０２１１２ ／ ２９ ／ ＷＳ６１ｃｃ１ｄｆ４ａ３１０７ｂｅ４９７９ｆｆ ａｃ２． ｈｔｍｌ．
［１９］ 　 刘颖．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社会保障的创新效应视角［ Ｊ］ ．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２０２４ （６） ：２０ － ２８．
［２０］ 　 曹信邦．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和人口政策协同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Ｊ］ ． 社会保障评论，２０２３（３）：３ － ２０．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 －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ＣＡＯ Ｘｉｎｂａｎｇａ，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ｎｇｊｉｅｂ

（ａ．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２１００４４，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ｒ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ｓ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ｄｅｅ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ｃｏｒ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ａ⁃
ｔａ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
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ｏｂ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ｊｏｂ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ｉｐｐ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ｃｏｍｅ

〔责任编辑：肖东杭　 王华薇〕


